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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体裁到题材： 

上海《时报》新闻业务变革及效应探析
1
 

余 玉 

（南昌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江西南昌 330031） 

【摘 要】：上海《时报》以业务革新著称。该报在清末民初存续 35 年，先后由狄楚青和黄伯惠经营，两个关键

时期的新闻业务革新所聚焦内容不同，前期在报纸版式、时评、新闻专电、新闻通讯方面颇具成效，后期新闻业务

改革发生转向，在社会新闻、体育新闻及图片新闻方面大胆探索和创新。前期以“体裁”为主和后期以“题材”为

核心的业务改革，暗合了从形式到内容对中、西方新闻业务沿袭和模仿的历史脉络。两个阶段的业务探索契合不同

时期的社会需要，从新闻业务革新的不同方面推动了近代报刊业务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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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时报》是清末新政改革期间改良派在国内创办的第一份报纸，与上海的《申报》《新闻报》并驾齐驱，故时人把

“申”“新”“时”三报并称。这份大型日报自 1904 年 6 月 12 日创刊至 1939 年 9 月 1 日终刊，以 1921 年报馆易主为界，分

别由狄楚青和黄伯惠主政而分为前后两个发展阶段。《时报》作为清末民初报坛中的风云报纸,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和新闻

舆论等领域都曾发挥过一定作用，但它在业务革新方面的影响远超过引导舆论的作用。纵观《时报》在业务改革的两个关键时

期的作为，前期主要集中于“新闻体裁”方面的变革与创新，后期则主要着力于“新闻题材”方面的突破与探索（当然前后阶

段业务改革也有交叉），两个阶段的业务革新重点不同，内容相异，以致前、后时期《时报》风格迥异，各具特色。 

目前，学界对晚清大报的研究如火如荼,而其中的《时报》却备受旁落,还无人对之进行较为系统地研究，只有一些零星成

果问世。单就已发表的学术论文来看，通过中国知网进行主题检索发现，到目前为止，研究《大公报》的论文达 4820 篇，《申

报》研究约 1992 篇，《新闻报》研究有 444 篇,而关于《时报》的学术论文仅 20 篇，这份与申、新齐名且历史悠久而名重一时

的报纸，研究成果与它们相比却相形见细。基于此，本文抓住该报历史中最核心和具有典型意义的成就,在务实和可见的背景下

观照《时报》业务革新，探究其新闻业务变迁的过程和影响，具有一定的学理和实践意义。 

一、新闻业务革新：狄楚青时期《时报》对“新闻体裁”的有效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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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报》创办人狄楚青主持前期《时报》长达 17年,一直致力于业务改革。他创刊该报时阐明了其报业革新观点:“吾之办

此报非为革新舆论，乃欲革新代表舆论之报界耳o”［1］（P134）尊此旨意，狄楚青在业务上大胆探索，在版面革新、内容创新、技术

趋新、观念更新等方面锐意进行新闻业务改革。《〈时报〉发刊例》阐释了业务革新的具体措施，共列出了 25项内容，几乎全部

针对报刊业务而设,涵盖了报纸业务的许多层面，重心是围绕报纸版式和新闻体裁，包括时评、专电和新闻通讯等方面着力革新。 

狄楚青为了探索新闻体裁革新路径,首先对报纸版面形式进行大胆变革。狄楚青不随流俗、不沿旧习、独创一格,发刊时呈

现在读者面前的是西洋白报纸双面印刷的对开大张报纸，一改我国几十年来老套的书册样式，首创对版式，版面摆脱横长式，

采用分栏式版面，对编排、栏目、标题、字体等都有许多改进，改变了以前单调拥挤的版面编排形式,分版编辑,掺用大小字排

印专电、时评,版面设计清晰脱俗，层次分明,胡适曾感叹:“它内容与办法也确然能够打破上海报界的许多老习惯，能够开辟许

多新法门，能够引起许多新兴趣。”
[2]
 1932 年，《时报》创刊一万号时,民初名记者徐凌霄也撰文谈到:“《时报》首先取法英

伦敦泰晤士，创办之时，即具世界眼光。编辑撰述，均取清爽生动，一扫固滞干燥之病。”[3]林语堂对《时报》也赞叹不已，“《时

报》的编辑方针别开生面，它在业务上的改革，令当时的新闻界耳目一新”［4］（P112）,《时报》成为中国报纸朝现代版式变革的转

折点。 

（一）创设时事评论 

我国近代报刊对政论一向重视，开“文人论政”之风。19世纪末期长篇政论垄断了近代早期报刊的评论版面,进入 20世纪,

活泼、精短的时评活跃于版面，尖锐犀利的评论形式一改过去评论冗长之风，使评论文体长短相济配置于版面,“批评简而明,

论说长而详,批评指其事之是否,论说指其事之原委，批评不常有，论说常有，此犹戚继光之用兵,长短以相卫也”[5]。狄楚青所

创《时报》首先将“时评”这种新的报章文体移植于大型日报，开辟了《时评一》《时评二》《时评三》三个栏目，配合当天重

大新闻，发表短论。陈景韩是这一“独创体裁”的推动者，他“首立时评一栏,分版论断,扼其机枢“
［1］（P133）

,逐日发论，抨击国

事，持之以恒，轰动一时。自此，《时报》时评开中国报纸言论由“论”入“评”之先河,为我国早期公共领域建构增添了新的

羽翼。 

时评的品牌效应明显，推动了我国评论体裁的发展。《时报》创刊前的《申报》《新闻报》等老牌民营报纸也常议论时政，

并开设相关栏目，但它们所载评论在形式上与政论报刊无大区别，犹如“报章八股”，长篇大论，评论内容往往不咸不淡、不

痛不痒,评论态度暧昧，这是民营报刊的生存策略，但对于读者和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却无足轻重。《时报》时评一问世就大放异

彩,不但活跃了报纸版面，使读者耳目一新，而且传播效果极佳，很快就对报界产生辐射效应，致使当时报界仿效者甚众，影响

极为深远。 

“《时报》创始后，曾于社论外别立时评一栏,分版论断，扼其机枢，与今之模棱两可，不着边际者截然不同,故能风靡一

时。”[6]（p3)在《时报》的影响下，当时的《新闻报》就借鉴了《时报》的分版设置时评的方式，不但把一版电讯、二版通讯、

三版本埠新闻分成“新闻一”“新闻二”“新闻三”，而且各版分别配短评，成为“新评一”“新评二”“新评三”，简短时

评，言简意赅，很受读者欢迎。 

（二）拓展新闻专电 

新闻专电发端于《申报》，此后，在《大公报》《新闻报》《中外日报》等大型报刊上陆续出现。《时报》一创刊就非常重视

新闻专电，不是时断时续登载，而是每天连续刊登，成为报纸不可或缺部分，“以前报纸自己每日没有专电，从《时报》起,方

每日有专电了”[7]（p132）。可见，《时报》刊载专电是该报的一项重要举措,不但专电成为《时报》的常设栏目，坚持逐日刊登数条

专电,后发展为整版刊载,而且刊载专电的数量、地域和类型三个方面都得以拓展。《时报》创刊之初措置“专电”栏目，每天有

数条专电刊出，但国内外专电混合编排，题文字号不分,编排略显呆板。数月后对专电编排越来越讲究，重要专电加大字号,加

粗字体,显得醒目，而且专电数量增多、地域扩大，栏目设置从一栏变为两栏，自 1905 年 2月 7日始，电报分为电报一（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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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报二（国外），国内与国际归类编排，并成为专电栏目设置的常规做法。1908年 3月 2日，撤除电报一、二的分类法，直接冠

名“专电”栏目，专电类型增多，逐渐增加“译电”“特约路透电”“要电”“战电”“公电”等多种专电栏目。 

民国成立后，《时报》上专电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专电数量、版面位置、版面大小都比以前发生了很大变化,有时整版刊载

专电。《时报》专电除了数量大增，专电来源和类型也得以拓展。首先,从专电地域看，专电来源从相对狭窄到逐步走向全面，

从国内重要地区和城市扩展到中等口岸和城市，并兼及国外新闻专电。其次，从专电类型看,从不分类别的混合专电到分为专电

一、专电二，专电、译电、要电、战电、杂电等多样专电类型出现，国内、国外分开，战时加设专电，版面上的专电分类编排，

条目清晰，字号字体变化，分条缕析,方便读者阅读，专电成为《时报》版面的一道风景，是吸引读者的重要栏目。同时促使其

它报纸设法效尤，民初报界对新闻专电竞相采用以应对报业竞争,此举从整体上推动了我国新闻传播观念的发展。 

（三）首创特约通讯 

“与专电相辅而行的‘特约通信’，也从《时报》创始,而为上海各报陆续采用了”[8](p339)。民国成立后，《时报》开创通讯

文体，以便读者了解政治中心的动态，获得确切且重要的时政新闻，揭示官场内幕，提供独家报道。《时报》把谙熟政情、思维

敏锐、文笔极佳作为选派驻京访员的标准，率先延请一些有政治视野、善于分析、把握时局且文笔优美的文人为驻京特约通讯

记者，当时的黄远生是最为理想的人选，“北京特约通信，系《时报》与黄远庸创始的”[7](p518)。黄远生活跃于北京官场,熟悉政

情，文笔酣畅，观察时局，分析世事，很有洞见。他于 1912年 5月受聘为《时报》驻京特派访员，为《时报》采写的“北京通

信”，“作品议题既涉及重大政局、重要政治人物等宏大命题,亦有个人所见、所闻、所感等微观叙事”[9]，深受读者青睐，《外

交部之厨子》《囍日日记》《铸党论》等都是脍炙人口的通讯名篇,为报纸带来良好声誉,引起其它报纸踵行。 

自从黄远生成为《时报》首位驻京特派访员后，上海各报纷起仿效，争派驻京访员采写京城独家内幕新闻，《申报》《新闻

报》《时事新报》不惜重金派驻京记者,加强政治中心的报道，从此，驻京特派访员制度真正建立起来。1915 年黄远生喋血美国

旧金山后，《申报》于 1916年改聘邵飘萍为驻京访员，他同时为《时报》写稿。当时活跃于北京地区且名重一时的访员还有《新

闻报》的张季鸾和《申报》《时报》的徐彬彬等。特派驻京访员采写的“北京特约通信”对时人影响极大，老报人徐铸成回忆道：

“而对我最有吸引力，看到必细细阅读的，是几家报纸的'北京特约通信’。每篇都署了名，如《申报》的飘萍通信，《新闻报》

的一苇通信，和《时报》的彬彬通信。文笔各有风格，而都能夹叙夹评，酣畅地或曲曲折折地描述出北京政局勾心斗角的内幕

和一些军阀、政客们的面目[10]（P25）。通讯文体在民初记者的大量实践中逐步确立并定型下来，通讯体裁风靡一时,至今仍为新闻

报道的重要体裁。 

二、新闻业务转型：黄伯惠时期《时报》对“新闻题材”的不断变革 

狄楚青因遭受打击无心报业,1921 年将《时报》转手黄伯惠,黄氏继续主政《时报》长达 18年，重新开启《时报》一段新的

旅程。黄伯惠盘下《时报》后,力图摆脱接办之初的颓废之势，对报纸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在办报设施、报纸风格和内容编排方

面都进行了大胆革新,报刊业务发生转型，走上民营报纸发展之路，报纸出现了脱胎换骨的变化。“黄伯惠不讲‘政治’，一心

追求的是‘艺术’”这主导了报纸风格的转向，凸显娱乐消闲性的大众化风格。他仿行美国赫斯特的“黄色新闻”路子，实行

大型日报“小报化”，采取精编策略，“减少篇幅两大张——精编内容，采用新闻版面,套印红色标题，重要新闻及照片用彩色

套印,注重体育、社会及经济新闻”[12]（P107）。显然，都市文化、行业竞争与报人旨趣是报纸风格转向的主导因素。《时报》通过黄

伯惠的经营,“不料在报坛上开出了一朵奇葩”
[13]

。 

（一）都市消费视野下的社会新闻 

黄伯惠接办《时报》时正处于上海都市消费文化的繁盛时期，“消费文化的商业化、多元化、大众化及社区差异，是民国

时期上海都市居民生活方式变动的一个侧面”
[14]（P143）

，后期《时报》的业务革新正契合上海市民的浮华都市生活所构建的文化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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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社会新闻能极大满足他们的阅读欲望，为他们提供了可以解闷、除烦的精神食粮，符合他们的文化消费心理。《时报》的社

会新闻数量和质量连年提升,发展轨迹较为清晰，由零星散点式刊载向集纳式编排发展,再进入典型长篇报道阶段而达到巅峰,尔

后逐渐呈衰落趋势。尤其在 1928 年陆续刊出重磅社会新闻，或直戳社会本质,或触及人伦传统,或拷问人性本真,常常配以图片，

通过煽情表达和人为炒作，社会新闻在新闻界闪耀一时,产生轰动效应，后从发展高峰逐渐回潮而走向平静，最后被边缘化。 

《时报》社会新闻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从内容上看，包括趣闻、灾变、伦理、婚恋、世相、偷盗、诉讼等有关社会现象、

社会风貌、社会生活、社会问题等,也有一些色情、淫秽或有损风化的内容。从形式上看，写作上通过煽情、夸张、耸人听闻的

词句等表现手段，或编排上通过大字、套红、惊叹号、彩色图片等方式进行报道。尤其对重大典型性社会新闻进行连续追踪报

道，所占版面大，波及时间长，民众关注度高，对社会影响极大，如“刘海粟人体写生案”“马振华情死事件”“黄慧如、陆

根荣主仆恋爱”等，以离奇案情、曲折情节、煽情表达，报道绘影绘声,深掘人性,触及社会本质,颇具轰动效应。 

《时报》报道社会新闻能较好地处理消闲与责任的辩证关系，提升了新闻品质，连续追踪式的重大社会新闻报道表现尤为

明显。社会新闻不但为读者提供了都市消费的精神体验，丰富了市民的文化生活，大大满足了浮华都市读者的阅读心理，而且

新闻还往往涉及人伦,拷问人性，触及人文，直指伦理道德和社会深层本质，体现出媒体的人文情怀。当时轰动一时的“马振华

情死案”，《时报》在七天内进行了连续跟踪报道,前四天通过煽情表达、巧设悬念、图文并茂等多种方式翔实报道事件来龙去

脉，通过广泛传播集聚了一批都市消费群体，满足了读者的“信息饥渴”，但读者没有停留于冷漠、被动的“观看”层面,因为

《时报》后三天报道转向观点呈递，读者、报社和当事人及家属进行多方观点交锋,理性和非理性声音杂陈，把新闻报道推向更

高层面，“将'公众同情’询唤了出来，让市民不仅是简单地聚集起来’观看’或者说理性地认知事件,而是共同从纯感官层面

上’感受’着它”[15](P14),以致读者同事件主人公共同悲愤，“感受”事件的真谛，部分读者走向更高层次的自觉，理性表达诉求

和观点。该事件通过《时报》两个不同层级的报道，事件意义被充分发掘出来,在读者中产生“涟漪效应”，传播效果明显,社

会影响深远，通过搭建公共平台体现出《时报》的责任担当。《时报》的许多典型社会新闻都是沿着这种报道思路展开,通过新

闻报道给受众提供了讨论话题和公共平台。 

(二)独树一帜的体育新闻 

黄伯惠接办《时报》适逢我国体育事业蓬勃发展，他把体育新闻作为《时报》的一项主攻内容，不但契合了社会和读者的

需要，而且成就了后期《时报》走大众化之路。当时的《申报》《新闻报》都没有足够重视体育新闻报道,《时报》的体育报道

却独树一帜，成为出奇制胜的法宝。 

《时报》体育报道内容广泛,涉及田径运动、赛马博彩、球类比赛、溜冰滑雪及各类大型运动赛事等,报道范围不但关涉上

海的体育赛事，而且波及周边，全国体育比赛乃至国外体育赛事都派驻外勤记者。举凡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内外的重大体育赛

事,如世界运动会、远东运动会、全国运动会、省级运动会与埠际体育比赛等，《时报》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翔实、

及时报道，报道周期长，记者抓住比赛前后、赛场内外进行全方位报道，既有赛前预热与开幕和闭幕报道，又有赛场风姿速写,

还有场外花絮素描、体育明星特写以及观众百态呈现等，文字报道绘声绘色，图片新闻现场感强，并在比赛期间以“特刊”形

式开辟大型体育专版，还适时推出《图画时报》,选登大量优美、生动且现场感强的体育图片，不仅悦目，而且值得珍藏。《时

报》以鲜活、翔实的多彩新闻赢得读者青睐，使我国体育事业繁荣初期的广大民众处于体育狂欢之中。体育新闻不但带来读者

对《时报》追捧，而且连运动选手也爱不释手，“河北省统领队赵文藻说，时报消息确属灵通，我们的选手没有不喜欢看的”[16]，

第六届全运会铁饼和铅球冠军的陈荣棠也曾为《时报》题词：“我很高兴看时报，因为消息很正确，而且每天有画报。”
[17]
狂欢

与理性统一是《时报》体育报道的鲜明特点。首先，《时报》体育新闻契合了我国发展初期繁荣的体育事业，给我国民众带来欢

乐和刺激,呈现体育狂欢景象。尤其每逢重大体育赛事，《时报》提供的体育新闻盛宴给民众带来快慰，对缓释民众的身心疲惫

大有裨益，因为“狂欢化是民众情绪的一种定期宣泄和释放，不但不会对既定秩序构成任何威胁，反而使民众内心的压力和积

怨得到缓解,使积压的社会焦虑找到宣泄口”[18]。与此同时，在许多大型赛事期间，《时报》不时刊出充满理性的文章，如吕叔

安的《什么叫做体育》(1927-09-05)、黄警顽与王庚的《大会给与我们的教训》(1927-09-05)、郝更生的《我国首次参加亚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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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克大会之我见》(1932-08-02)、李惠堂的《论体育真谛》(1932-08-08)等，这些反思文章蕴涵阐释体育真谛、传播体育思想、

弘扬体育精神、理性评论赛事等内容,对于全面理解体育内涵、批评片面体育思想、检视我国体育弱点、理性看待比赛结果，以

及参加或举办体育赛事中出现的相关问题等方面具有思辨意义，给体育狂欢中的民众及时投以清醒剂，促国人反省，使民众在

体育新闻狂欢下不致丧失自我，体育新闻品质在狂欢与理性的统一中得以提升。 

(三)视觉传播中的图片新闻 

前期《时报》具有新闻价值的图片很少,而讽刺画、风俗画及风景画等图画倒是占有一席之地。黄伯惠接办《时报》后,把

具有视觉冲击力的图片新闻作为版面重要内容之一，与社会新闻和体育新闻一道实践他的“黄报”之路。所以，后期《时报》

新闻图片运用很有特色,图片新闻数量、质量和地位相较于前期《时报》大相径庭，出色与出彩的图片新闻使《时报》版面鲜光

夺目、煜煜生辉,当时著名的申、新两报难以企及。据当年的《时报》摄影记者郎静山回忆:“新闻照片在《时报》上刊出后，

读者十分欢迎，几乎每期有照片的《时报》，其销路就会多一千余份。这种用图片传递新闻的形式，当时对其它报社来说是望尘

莫及的。”[19] 

1925 年是后期《时报》新闻图片运用的分水岭,在此之前的三四年间，《时报》的新闻图片只是零星点缀于版面，图片处于

补充文字新闻的配角地位。1925年之后，新闻图片逐渐增多，到了 1928年，版面上新闻图片呈井喷式发展，图文并茂的编排特

点凸显出来,图片新闻在读者心目中的地位得以彰显。大体上看，《时报》新闻图片主要运用于政治新闻、社会新闻、体育新闻

和军事新闻中，这四类图片新闻刊发形式和时机不尽相同，其中政治新闻图片刊发集中于较重大政治事件期间，而且大多附属

于文字报道，也有少量独立新闻图片;社会新闻图片常常在重大典型性社会新闻报道期间刊登，一般也是配合文字报道，但平时

也刊载具有新闻价值的独立意义的社会新闻图片;体育新闻图片基本集中于重大体育赛事和本埠或埠际体育比赛期间，图片数量

多，刊载周期长，呈现规模性效应;军事新闻图片只在战争期间出现，基本上是辅助文字报道。 

《时报》的新闻图片在社会新闻和体育新闻报道中表现非常出色，《时报》“经常着重当地社会新闻和体育消息,附以新闻

图照，使报道生动”[20]。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发生的重大社会新闻，新闻图片常辅助社会新闻报道，在详尽的文字报道中配以

真实、恰当、多彩的图片，使社会新闻非常出众，特别在“马振华情死事件”“黄慧如、陆根荣主仆恋爱案”等重大案件发生

期间,《时报》连续选登极具说服力的新闻图片跟踪新闻进展,有力地辅助文字报道,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从 20年代后期开始，

《时报》对重大体育比赛加大摄影报道力度，投入大量人力与物力参与新闻竞争，每逢全国运动会、远东运动会和世界运动会

等大型赛事期间，《时报》常以单图、组图或图片专版的形式推出可视化的体育报道，并配上点睛的标题和精辟的解说文字，精

心编排,体育版面呈现出生动的精彩瞬间、浓缩的新闻主题、多彩的体育花絮、合理的图片配置、整体的规模效应等编排特色，

令读者过目难忘。 

三、《时报》新闻业务革新与转型的社会影响 

《时报》的业务革新成就卓著，对近代以来的报刊业务改革影响深远，在中国新闻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一）《时报》新闻业务革新的积极影响 

1.前期《时报》引领近代报刊业务革新风潮 

前期《时报》从现代版式和新闻体裁方面锐意进行新闻业务改革，在业务上的许多创举为当时报界起到示范作用,大大刺激

了报业的革新欲望。该报在业务改革诸多方面独领风骚，成为我国报业改革的先驱，从形式方面引领了报业变革。当时，“晚

清抱持着'仇视敌对’的态度和’中体西用’的理念,始终无法做到及时调整方针政策、适应历史大势和符合人民意愿,抱残守

缺、昏聩无能无能，……”[21]，这种思想反映在新闻业务方面则是墨守成规，正如《时报》编辑包天笑所说:“狄氏的创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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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在上海新闻界不为无功,那正是申新两报暮气已深的当儿,无论如何，不肯有一些改革”。[7]（P442）《时报》一创刊就以全新的

样式与读者见面，打破了清末报界死水般的沉寂，激起新闻界很大的波澜，“以致它创刊不到一年，上海报界老资格的同行如

《申报》《新闻报》等，不得不相继改版，以适应《时报》的挑战”
[22]（P19）

。《时报》创刊后的半年内，多家报纸进行了改版，上

海报界老气横秋的面貌大为改观。1905 年 2 月 7 日实行改版的《申报》，刊发《本馆整顿报务广告》,列举了十二项具体改革措

施,大张旗鼓地进行改革，《新闻报》也步其后尘实行报业革新。在《时报》的刺激下，掀起了我国近代报刊业务变革的新一轮

高潮，把中国近代报刊的业务整体向前推进。所以，报界这次业务革新不但成效显著，而且影响深远。 

2.后期《时报》新闻业务转型迎合都市市民消费心理 

后期《时报》新闻业务转型的动力是黄伯惠选择“黄色”报纸的经营策略和发展路径,他走的“大型报纸小报化”之路迎合

了都市化的市民消费心理。首先，后期《时报》把社会新闻作为摆脱前期《时报》颓势的突破口，以形形色色的社会现象、社

会生活和社会问题作为报道对象，展示出五光十色的社会图景，不仅使读者得到消遣休闲，而且满足了读者关注自身生存境遇

的信息渴求，有利于革除旧习，树立新风,同时还担负了舆论监督之责，净化社会空气，有利于社会良性发展,因此受到都市化

市民的欢迎。其次，夺人耳目的体育新闻是《时报》提供给都市化市民生活的重要精神食粮。《时报》以丰富的内容、生动而怪

异的写作手法和套红印刷的版面处理方式获得读者的好评。再次,新闻图片独占鳌头，成为后期《时报》的独特优势。大量的社

会新闻通过文字报道与图片新闻同步呈现，图文并茂,相得益彰,尤其是体育比赛中抓拍到许多新闻图片，真实、客观地呈现了

赛场风姿和场外喜悦，使读者感觉亲历现场，吸引了都市读者的眼球,增强了阅读快感。可见，后期《时报》有效地探索出一条

报刊与社会互动的途径，报刊内容满足了读者的需要,迎合了浮华都市的市民生活，以鲜明而另类的办报思路与同时期报纸形成

区隔，打开销路,为报纸的涅槃带来了契机，从而使后期《时报》在中国新闻史上占据了一席之地。 

3.《时报》培养造就了一批著名的职业报人和记者群体 

无论前期还是后期时报馆内都是人才济济，为清末民初一些报人提供了用武之地，在这里锻造出一批精明实干的报务管理

者与新闻素养高的职业报人和记者,正是《时报》的新闻业务革新举措为他们提供了发挥潜能的良好契机，并成全了他们的美名。

时报馆不仅造就了革新报界的报业老板狄楚青和黄伯惠，而且培养出许多出名的职业报人和编务人员，如陈景韩、罗孝高、包

天笑、雷奋、戈公振、毕倚虹、蔡行素、吴灵园、金剑花、马群超、鲍振青、何西亚、王季鲁等,特别是培养了一批著名记者，

如黄远生、邵飘萍、徐彬彬、顾执中、金雄白、郎静山、滕树谷等，其中在中国新闻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有著名时评家陈景韩,“小

说家报人”包天笑，“民初三大记者”黄远生、徐彬彬，“新闻全才”邵飘萍,著名新闻史学家戈公振，中国报坛上第一批专任

外勤记者顾执中、金雄白,我国新闻史上第一个专业摄影记者郎静山、著名体育记者滕树谷等，直至今日这些名字仍耳熟能详。

可见，历时 35年的《时报》如同人才培养的大熔炉，让他们在新闻业务变革实践中锻造了自己。 

4.《时报》对新技术的敏感加快了新闻观念的更新与发展 

《时报》在新闻业务革新与转型过程中充分利用新技术，包括电报、电话、摄影和印刷技术等。首先，《时报》一创刊就注

重利用电报技术传递新闻，新闻专电成为《时报》的必备内容，从创刊初期的几条、十几条到民国成立后的几十条，甚至整版

刊登专电,新闻专电的拓展加快了新闻的全面、客观、时效观念的更新。其次，新闻图片是后期《时报》的主打内容，也是凸现

新闻真实的绝佳手段,新闻摄影技术强化了新闻的真实、客观观念。最后,印刷技术推动时效观念的发展。后期《时报》从改良

印刷以节约印刷时间来争抢发行时效，黄伯惠对印刷术极为敏感和娴熟,他耗巨资从德国购置的彩色印报机，每小时可印二大页

报纸 8.1 万份（即单页 16.2 万张），印刷速度在国内领先，在快速的技术更新中增强了新闻传播的时效理念。在《时报》的激

励下,清末民初报界充分利用并快速更新报业技术成为热潮，报业对新技术敏感,加快了业务革新步伐,从而推动了我国新闻报道

全面、时效、真实、客观理念的更新和发展,并在新闻界形成共识,技术与观念的互动形成合力推动了新闻事业向前发展。 

（二）《时报》新闻业务革新的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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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视角分析，《时报》业务革新也存在不尽人意之处,主要表现在政治上不敏感、经济上不盈利、文化

上不高雅。 

1.办报刻意远离政治有损办报使命 

前期《时报》矢志于报纸业务改革,报刊舆论没有成为《时报》的主要旨意，尽管在清末民初重大事件发生后也发表过一些

言论，一定程度上发挥了舆论引导作用,但与申、新两报相比，前期《时报》在言论方面没有太多称道的地方。黄伯惠执掌《时

报》后,政治色彩进一步淡化，在报刊界引导舆论更是无足轻重。顾执中直言不讳,“《时报》在狄楚青时代，虽然在发行上远

不及《申报》和《新闻报》，但在文化教育界颇有地位。……《时报》从黄伯惠接办到抗战后关闭,完全成了一家无灵魂的报纸”[23](p36)

黄伯惠主导“为报而报”的办报理念，“我国之纯粹为报而报，不杂丝毫政治或商业之观念者，当以黄氏为第一人”
[24](p34)

。所

以,他的业务革新转向以大众喜好为中心，重点落在新闻题材方面，以大众化策略经营《时报》，新闻业务发生转型，注重社会

新闻、体育新闻和图片新闻，走小报化的“黄报”之路,对原有的评论性栏目一减再减。据顾执中回忆,“《时报》自黄接办后，

就没有正式的社论,仅有短评,等到后来，索性连短评也不要了。省得在政治上找麻烦，省得得罪人”[25](p179)。后期《时报》刻意

远离政治，模糊政治倾向，因而，社会影响难以与同时期的《申报》和《新闻报》分庭抗礼。《时报》在最后岁月因不情愿接受

新闻检查，有意以琐碎的社会新闻充斥版面而回避政治，短暂维持出版后面临政治抉择，最终为政治牵绊而吞噬,“辉煌一时的

《时报》，……前后经历了三十五年，在风云变换的近代舞台上，终于成了新闻史上的一个过客”。[12](p115) 

2.办报没能盈利不利民营报业发展 

《时报》前后期的业务变革始终没有充分发挥民营报纸的盈利功能。在狄楚青经营时期,创办之初得到康有为、梁启超的多

方资助，从创办到 1907 年的四五年间约获资助二十万元，报刊盈利几乎没有提上议事日程。1908 年后,该报逐渐趋近了江浙立

宪派，但报纸在经营方面也没有得到改善,进入民国以后，该报依靠有正书局的挹注来维持，“入民国后，《时报》就开始走下

坡路了。《时报》一度经济困难，入不敷出，狄楚青自己经营的有正书局却岁有盈余，他便采取剜肉补疮的办法，以有正书局盈

余补《时报》不足"[26]（P134）。这样维持了多年，终因步履维艰，狄楚青撒手解脱盘给黄伯惠。可见，办报盈利是前期《时报》无

法实现的黄粱美梦。 

后期《时报》走的是商业报纸的路子,但报纸盈利目的仍没有达到，这与黄伯惠的经营管理观念密切相关。首先，不计成本

和回报的大手笔投入。他大撒资金购置设备，时报馆建设了居上海之冠的摄影室,购置优良的印报纸张，不惜成本添设当时雄冠

亚洲的高速、套彩印刷机和配套设备。匪夷所思的是,黄伯惠为了让读者第一时间看到体育新闻，全然不顾成本参与新闻竞争,

在第一次全运会期间,不惜租用专列车厢，“将记事和摄影交沪杭路火车，随班车送往上海,并在列车上设置暗房,于途中冲洗新

闻照片，待车到上海即赶付制版，以争取时间”[20]。甚至在这次全运会上还租用专机运送《时报》，“当时全国运动后在杭垣举

行之某年,在十天的会期中，时报包专机一架,每晨由沪飞杭，专送时报,此在中国尚属创举“[13]。其次，广告经营乏力。邵翼之

曾指出《时报》经营广告的缺陷，“因篇幅关系，对广告方面未予特别注意，五彩印刷机亦未曾在广告上发挥效能,因此影响收

入” [13]。《时报》疏于广告经营,萎靡不振,所以，“《时报》广告费收入既敌不过出售报纸损失的浩大，所以每年要亏本”[27]。 

3.煽情性“黄色新闻”遭世人诟病 

后期《时报》的“黄色新闻”迎合了受众，给《时报》带来转机,但也确有过渡开发新闻资源之嫌。报纸通过大肆渲染、夸

张煽情、配以图片达到耸人听闻的传播效果，降低了报格，麻痹了读者。所以，“当其时，上海各大报以黄伯惠如此做法，嗤

为庸俗，叱为下流” [28]（P32）许多“黄色新闻”出自该报的主力干将金雄白之手，张功臣指出金氏笔下的社会新闻，“竟敢冒天

下不韪，源源刊登低俗不雅的新闻,未免遭到同业讥讽，被指责为胆大妄为，堕落无行”[12]（P143）。尤其一些长篇累牍报道男女关

系的猎艳新闻，长时期连续追踪推出，极尽煽情炒作之能事，一味求得轰动效应，更遭人非议。曾供职该报的顾执中痛心地提

到，“原来文化气息很浓厚、在文化教育界畅销的《时报》，自此便日趋于庸俗。过了二三年，当戈公振先生和我离开该报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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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报》不但庸俗，而且一变而为满纸充斥着十足下流的以大量篇幅描写男女关系的黄色新闻的报纸，因此，其报格日趋低落,

不为社会所重视”[22]（P179）。更为甚者，有些“黄色新闻”有伤风化，消弭意志，甚至传播了不恰当的价值观。所以，对“黄色新

闻”过分渲染会麻醉人们的身心，使读者无法理性审视自身生存际遇,肤浅化、表面化的报道更无法达到对人性的深度追问，所

以负面影响显而易见。 

四、结论 

上海《时报》发展力程中最核心的成就在其业务革新，前期《时报》在现代版式创新和新闻体裁革新与定型方面意义重大，

从报刊形式方面引领了近代报业变革风潮，后期《时报》在新闻题材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以迎合受众为旨趣,从传播内容方面

满足了读者的阅读兴趣。两个时期的业务探索都触及《时报》新闻业务中的诸多现实问题，分别从新闻业务的不同方面推动了

我国报刊业务的发展，契合了不同时期的社会需要。如果撇开时空，当今报业吸纳《时报》许多有益的做法和经验，承继其大

胆革新的勇气和业务改革的优良传统及规律性内容，对推进报业在新媒体环境下进一步改革不无裨益。因此，从《时报》的整

体发展历程上看，虽然《时报》在舆论上表现相对平庸，但业务上有颇多建树,而且影响深远，它的业务革新成就在中国新闻史

上具有独特的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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